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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福利测算方法研究

——福利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实证分析

吴姚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以就业和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福利

水平几乎成为人们共同的标准, 国内生产总值 (GD P) 的广泛使

用也方便了各国之间以及各自在不同时期之间在经济发展水

平或福利水平的比较。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 从发达国

家到发展中国家, 追求 GD P 和人均 GD P 的增长已成为各国普

遍的公共政策目标。然而,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

正当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刚刚开始, 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

质疑这种增长的福利价值。像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帕克

德 (Packard) 的《废物制造者》、瑞思曼 (R iesm an) 的《富裕的目

的》和米香 (M ishan) 的《经济增长的成本》等都曾流行一时。随

后在 60 年代又出现了反物质主义论者的“反文化”思潮以及 70

年代“反增长”的环境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 许多人对经济增

长的前景产生了悲观主义的论调: 物质财富的增长带来的是福

利水平的下降, 经济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是人类道德的退化。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 许多学者开始设计更好的或“替代性”的福利

测算方法, 这一努力一直持续到现在。

总的看来, 新的替代性的福利测算方法基本上遵循了三种

模式: 扩展帐户模式、社会指标模式和心理模式。

一、扩展帐户模式
很长一段时间, 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福利同国民收入等同

起来, 将人均 GD P 作为衡量福利水平的一个主要的甚至是唯

一的依据, 但实际上, GD P 的目的是对经济行为 (而不是对福利

水平) 的度量, 它只是有利于公共政策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福

利的中心问题——减少失业作出适当的反应。将人均 GD P 作

为福利指标的微观基础是不可靠的。在微观层次上测算经济福

利的困难相当大: 如何将个人或家庭层次的福利水平集合到整

个社会的层次, 如何将市场价格和商品的数量分解到家庭和个

人的消费。实际上, 这种理论的前提是把国家同个人混为一体,

个人的实际收入就等同于实际的国民收入。而这是相当不现实

的, 因为国家不是具体的个人, 不能以为较高的 GD P 水平就一

定能提供更多的“福利”。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现在, 越来越

多的 GD P 批评者就不断指出个人的福利体验并没有随 GD P

增长而改善的这种不对称状况, 许多经济学家愈来愈认识到

GD P“包含很多对个人幸福没有明显关系的因素, 其次是有关

福利的关键因素被忽略掉, 简言之, GD P 是衡量一国经济福利

有缺陷的指标”, 必须调整 GD P 内容来得到一个更有意义的福

利测算尺度。

与 GD P 不同的是, 大多数“扩展帐户”明确表明是为计算

福利而设计的, 它们从 GD P 的内核开始, 对消费和资本帐户作

了各种各样的调整。其中, 最早最有影响的指标体系之一是诺

德豪斯和托宾的“经济福利测算”, 一方面, 它从总产出中减去

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价值, 如交通往返、警察、卫生设施、道路

保养、城市生活的不快之事、防御性支出等, 另一方面, 在机会

成本工资的基础上, 它增加了家庭 (主妇) 劳动的价值和休闲时

间的价值。

对这种模式的研究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各国

都有一些学者从事这种新的帐户的建立和统计工作, 如美国的

肯德瑞克 (Kendrick)、佐洛塔斯 (Zo lo tas)、埃森纳 (E isner) 和诺

德 豪斯 (N audhaus)、英国的贝克曼 (Beckerm an )、克雷夫

(C rafts)以及澳大利亚的斯诺克斯 (Snook s)等。在传统的“扩展

模式”中, 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表明更多的福利来自非市场

(而不是市场)行为。扩展帐户的大部分内容就由这些非价格化

和非市场化的福利价值构成, 虽然它对经济短期变化的敏感度

降低了, 但它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提供了非市场活动的中

长期重要趋势, 并适应了 GD P 中较少反映的服务部门崛起的

现实 (它反映了福利从它过去与物质生产的紧密联系开始转移

的长期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扩展模式”的研究在反映日益突出的

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作出了更多的努力。诺德豪斯和托宾在

1972 年曾经用消费加净投资来计算“可持续的”福利, 他们认识

到将不可更新资源的耗费纳入其帐户的需要。继他们的研究之

后, 1981 年, 佐洛塔斯建立了一个包括不可更新资源的耗费和

环境污染因素的新的扩展帐户, 并据此对美国 1950- 1975 年

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结果他发现, 在 1975 年前, 新的指数同

GD P 是一起增长的 (尽管与 GD P 相比增长较慢) , 但在 1975

年, 情况发生了变化, 新的指数开始下降。佐洛塔斯将其视为一

个规律性的特点, 认为“经济增长到一定点后会停止提高社会

福利, 事实上, 当一个工业社会到达一个富裕的发达状态后, 社

会福利的增长率会低于经济的增长率, 直至最终变成一个负

值。”

GD P 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对分配的忽视。对不平等问题的关

心引发了对社会各阶层不同福利水平进行评估的大量研究。已

经有几种测算不平等的方法, 如极有影响的阿特金森

(A tk in son) 不平等指数有助于评估收入不平等对福利的影响。

这一方法被贝克曼、克雷夫和杰克逊的扩展帐户所使用。另一

个建立在吉尼系数基础上的不平等测算方法则被纳入当代可

能最有影响的扩展帐户——由柯布和丹利于 1990 年建立的可

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 Index of Sustainab le Econom ic W 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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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W )。这一帐户的特点是增加了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的因素,

并排除了传统扩展帐户中的最大项目——休闲时间的价值。新

的指数对美国和英国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并得出了与佐洛塔斯

类似的研究结果: 在 1975 年- 1990 年间, 尽管美国和英国的

GD P 持续增长, 它们的 ISEW 仍然分别下降了大约 25% 和

50%。目前, ISEW 受到广泛关注, 美国、澳大利亚、智利、奥地

利、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瑞典等国已开始建立本国的

ISEW。它们的指数表明, 除了意大利之外,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 所有这些国家的 ISEW 伴随着人均 GD P 的增加

而提高, 但自那以后, 福利水平开始停滞或下降。1995 年, 柯布、

哈尔斯德和洛 (Cobb, H alstead & Row e) 又将 ISEW 进行了有

关补充 (如加入离婚、犯罪等各种因素) , 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

的“真实进步指数”(Genu ine P rogress Index, GP I)。

经济学理论强调福利是人们合理分配资源以满足需要, 从

而产生效用或满足的过程。经济学家把资源分配问题表述为最

大的效用, 加强资源的利用性和替代性, 发展取得最大效益的

普遍方法。GD P 模式对福利的测算必然涉及到福利经济学中的

道德规范如公正分配、经济效率、自由、均等、民主等概念, 其前

提是个人偏好可代表“社会偏好”, 而“社会福利”或“偏好”取决

于社会成员的偏好, 其分析方法也就是从这种抽象化的个体经

济行为的分析着手, 而且“个人偏好”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其研

究重点并非“福利”本身, 实际上它是集中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最

适度条件; 但在某些方面, 它的研究方法, 例如在研究社会、经

济、科技、人口、资源等问题所采用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

等, 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社会指标模式
社会指标模式是基于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经济体系而是

社会体系, 以及社会体系本身植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上。福利

则是影响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健康和教育、环

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对福利的测算实际上是对满足人

类需求的社会系统的评价。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

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指标”运动, 其内容包括了营养、住房、教

育、健康和预期寿命、环境质量、犯罪和贫困线, 有时也包括一

些像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等之类的指标。这些指标不是用货币

单位来计算, 也不能用通常的会计帐户来表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定期出版社会指

标报告, 并很快影响到其他国家。由于社会指标要迎合一定的

社会标准, 也就使它们隐含着对社会舆论的依赖。在发达国家,

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实际上受到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 例如北欧

在这一时期进行的“生活水平”调查, 就是研究“不平等”对人们

福利的影响以及评价实现“平等”的社会条件。但是 60 年代社

会指标运动蓬勃开展时已经确定的社会支出优先的目标, 在 70

年代就遇到财政紧缩的挑战, 社会舆论对平等的关注也转向了

竞争。相比之下, 由于在发展中国家“人的剥夺”是绝对的而不

是相对的, 类似的标准争议相对少一些。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发

展中国家开展了“基本需求”运动, 确定了一系列优先于经济增

长的社会目标。1979 年, 莫里斯 (M o rris)提出了一个“物质生活

质量指数”(Physical Q uality L ife Index, PQL I) , 它是由婴儿死

亡率、识字率和一岁时的预期寿命组成一个简单平均的福利测

算方法。

社会指标不仅仅依赖标准, 而且能创造标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需求”政策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

构调整”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学中日益增长的市场导向发生了冲

突。后者的结果是利弊掺杂的, 但引人注目的是社会进步的成

本常常不适当地落到穷人的身上。在 80 年代后期, 对“结构调

整”计划的不满促使了一个新的社会指标——人类发展指数

(H um an D evelopm en t Index, HD I)的出现。这是一个由人均收

入、出生时预期寿命和一个合成教育指标组成的复合指数, 这

个指数的构成在某种程度上有随意性, 但它得到了非常广泛的

认可, 并对世界银行在 90 年代中期开始将贫困作为一个改革

目标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莫里斯最新的指数也表明

在增长和福利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联系。

社会指标的需要产生于人们对 GD P 不能把握福利的主要

方面的认识。虽然经济增长为改善人们的福利提供一定的物质

基础, 但在社会指标和 GD P 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莫里

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表明当人均 GD P 在大约 3 000 美元 (按

1981 年不变价格计算)以下时, 指数和人均 GD P 的联系就比较

紧密, 但在 3 000 美元以上后, 这种联系就非常脆弱, 埃斯特思

(E stes) 在他的“社会进步指数”( Index of Social P rogress, ISP,

1988 年)研究中也发现收入对福利影响的类似的变化。联合国

计划开发署的 HD I 指数实际上也已经包含了收入报酬递减的

前提。

事实表明, 一些国家虽然收入很低, 但达到了相对较高的

福利水准 (如中国) , 而一些国家虽然收入较高但福利水平仍然

相当低下 (如中东一些国家)。上述指数表明在福利增长和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的不同步现象。值得一提的是, 阿马塔亚·森的

理论方法对HD I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森认为, 仅仅是收入并

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福利的本质, 在自由的原则下, 即使是贫

困状态的个人, 其优先权和选择的权利也应该受到尊重。在他

看来, 福利是由获得有价值“作用”的“能力”构成的。

社会指标运动发展初期所声称的可以自动导致福利目标

的确定的思想现已消声匿迹。相反, 它的其他用途似乎更可能

实现, 实际上, 它们在许多方面已付诸实施。正是全面的社会指

标定义决定了相应的社会指标, 可以用于制定社会发展的目

标, 检查政策或计划的执行结果, 甚至可以作为预测和政策的

比较评价。但是, 也许正是面临太多的外延扩大或政治利益的

压力, 目前的社会指标研究仍然在研究对象或内容等很多方面

显得模糊不清, 也影响了在大量社会现象和基础上具有普适性

的指标选择。

三、心理指标模式
如果说“扩展帐户模式”是以“经济学人”为基础, 那么“心

理指标模式”则以“心理学人”为基础。西方学者对福利研究的

一个重要思路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心理活动等主观内容的考

察, 以直接评估人们的福利体验, 因为经济资源只是福利的中

介, 它本身并不能代表最终的福利水平。庇古曾经承认:“福利

仅仅是由意识状态而不是物质财富构成的”, 费雪尔也认为“人

类是通过配置和利用物质财富和自然界的力量来努力控制心

灵生活之流”。心理指标模式力图直接反映福利体验, 它以两种

方式检验国民帐户测算福利的有效性:“静态”法评价 GD P 与

福利的心理指标的联系;“动态”法更深入地探测人们的满意

度。

像“人类发展”一样, 静态的“幸福”研究也产生了一种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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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它在一个序数级 (1- 3, 1- 5, 1- 7 或者 1- 10) 的基础上

由对某个简单问题的主观福利调查数据组成。通常是像这样的

调查问题:“将某件事同另一件相比, 您如何描述您今天的感

觉? 非常满意, 满意或者不是那么满意?”等等。对这类问题的反

应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主观性福利”(SWB )。1996 年, 奥地利

的R uu t V eenhoven 在一个比较的基础上, 在超过 3 000 多种刊

物上, 对大约 93 个国家设计了静态的主观福利调查问卷, 并对

相关结果建立了“幸福感的数据库”。另外, 一些学者还提出了

其他的对幸福程度的度量方法。如 1977 年琼斯和彼尔思提出

借助行为中的时间消费物, 1981 年, 朱斯特等人也提出一个相

似的指数——“幸福过程指数”, 这是将各种活动消费的时间,

通过加权得出的特定行为的满足刻度。这种基于时间分配而将

人的兴趣加以抽象所得出的行为刻度, 既可记载人们各种行为

在时间消费需求上所反映的实际上的不满足, 也同样可以得出

人 们各种行为中所达到的幸福标记。 1976 年, 坎贝尔

(Campbell)等人曾提出一项测算总体感觉的调查问卷表。主要

内容是由当前常用的几组表明人们生活特征的对应词汇构成,

如: 厌倦——有兴趣; 悲伤的——愉快的; 困难——容易等, 表

中项目对测算总体幸福和总体满足也都有较高的关联性。

在国民收入和 SWB 之间, 有的学者如伊斯特林 (Easterlin)

认为它们缺乏明显的联系, 但V eenhoven 在研究中得出了与

PQL I 类似的结论: 即 GD P 达到一定水平后 (尽管仍然是相对

低水平) , SWB 随 GD P 上升的趋势会出现转折。同时, 在 1995

年, 蒂埃纳 (D iener) 发现在美国、法国和日本, 虽然从 1946 年以

来它们的国民收入增加了几倍以上, 但 SWB 几乎没有什么改

善。

在微观层次, 虽然 SWB 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和领域相

互关联, 但最重要的发现表明经济因素对幸福感几乎不起作

用, 相对而言, 人际关系、休闲、工作体验的质量发挥的作用要

大得多。物质主义同 SWB 是负相关的, 特别是对那些认为更多

的金钱就能带来更大幸福的人而言, 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发现

同扩展帐户将 2ö3 的福利归因于家庭活动和休闲的研究结果

是一致的。1993 年, 蒂埃纳在对美国历史数据的大量分析中, 发

现收入同福利的关联值非常低 ( r= 0. 12) , 在人均收入达到

6 000～ 8 000 美元 (1971- 1975 年) 后, 福利曲线基本上被熨平

了。简而言之, 主观福利看起来对环境变化并不敏感, 收入的提

高不会给个人生活带来根本的改善。

在富裕状态下, 这种福利与收入的低关联度可能是因为人

们只是生来就关心幸福或不幸福。一些学者认为个性对 SWB

有很大的影响, 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幸福是一种特性而不是一种

状态。一项对双胞胎行为的研究表明: 社会和经济地位、教育程

度, 家庭收入或者宗教信仰都不能充分解释他 (她) 们在“幸福

感”上的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一半因素是与遗传的不同相联

系的。后来的重复测试也说明福利中大约 80% 的稳定要素是可

遗传的。这样, 在富裕社会里, 文化看起来比收入更能影响

SWB。蒂埃纳发现“个人主义”比收入能更好地预测 SWB 的变

化, 一旦在“个人主义”的支配下, 收入和 SWB 的联系就消失

了, SWB 在某个水平上的长期稳定甚至被看作“国民特性”, 这

也可能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没有成为一个

主要社会焦点的原因。

动态的研究方法则以各国收入和 SWB 的积极联系为主要

目标, 并提出“相对收入假设”, 认为影响福利的不是绝对收入,

而是相对收入。从这个观点出发, 如果分配状况不改变, 即使收

入大幅度提高, 也不会对福利水平产生影响。社会指标运动发

展的早期原动力正是来自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重新发现贫

困”, 即把贫困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剥夺”形式。伊斯特

林应用这种相对收入概念, 认为相对收入的预期是通过同其他

国家的比较形成的, 而且每一代人在各自的经验基础上, 有不

同的满足预期。这样, 满意度是不断地向前循环的, 生活在“黄

金时期”的年轻一代的满意度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预期, 而后来

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又经历了对他们更高预期的失望。英格

勒哈特 ( Inglehart)在其对“战后物质主义”的长期研究中得出相

关的结论, 认为战后的几代人由于更注重经济安全已将他们的

偏好从经济因素转向非经济因素。

对满意度的调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心理方法。大部分研究

强调了满意度依赖于习惯、刺激、对比和一时的效果, 并会随着

时间变化, 也会在期望、成就和回忆中发生变化。福利经济学假

设了消费者自身能将福利最大化的前提, 这样“偏好”就等同了

福利, 但大量的对福利影响因素的实证性研究表明人们常常并

没有能做出提高其福利的选择。罗特里 (Row ntree)曾经将贫困

区分为“一级贫困”和“二级贫困”, 前者是因为缺乏生存的资

源, 而后者是因为冲动性消费和资源管理不善造成的。人们通

常所说的短视选择, 即选择较低的回报而不是长远来讲较高的

回报, 由于与理性选择的假设相矛盾, 已经很长时间困挠了许

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最熟悉的例子像冲动型或沉溺型 (如

毒品等) 消费, 消费者甚至在做这样选择的同时都会感到后悔。

理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我控制或谨慎, 贝克和穆里根认为在

人力资本中要增加对自我控制或谨慎的投资。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观点, 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 人们在满

足需求之后, 又产生新的需求, 对社会的评估又会有新的标准,

会产生新的不满足, 这说明福利水平的提高不存在一个“终极”

时刻; 另外, 基本心理概念是无法从一种文化转到另一种文化

中去的。譬如, 同一社会里的人们对于“幸福”或“满意度”这些

概念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 在完全不同的社会里, 人们对于这

些概念的理解更是天上地下。再者, 有些福利体验的感情是表

达不出来的, 譬如自尊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但不能通过快乐或

满意等词句表达出来, 而是通过它的属于科学部分的行为表达

出来。总之, 观念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复杂性影响心理学方法测

算福利的客观性、可比性。

对福利测算方法的探讨推进了人们对福利的理解。对主观

因素的调查证明了人们认为国民收入同福利之间存在联系的

最初直觉, 因为失业对福利有着强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另一

方面, 它也表明决定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因

素, 而是结构上、文化上或人际关系的因素, 它对 GD P 变化的

敏感度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高。亦即, 福利不是那么容易变化,

而是相对稳定的。

文化是影响这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在发达工业国家, 虽

然人均收入水平接近, 但是主观福利水平非常不同, 存在一个

等级状态, 最高是北欧, 其次是说英语的国家, 再次是中南欧,

最低的是日本。英格勒哈特认为这种等级代表着对富裕的适应

和调整, 他按照两种价值取向——追求经济安全和对传统的尊

重——将各国进行分类, 亦即随着各国变得更加富裕, 它们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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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经济安全的关注以及文化适应经济条件变化的程度。

另一个影响这种稳定性的因素是人类天性, 似乎与“需求

层次”有关。在贫困状态下, 由于经济增长能带来大量的物质上

的回报, 因此基本需求指数同人均收入之间的联系就相当紧

密。在富裕状态下, SWB 看起来相当稳定, 同穷国相比 (SWB 与

收入的联系程度非常高) , 富国的 SWB 同收入等经济指标的联

系非常小, 这也证明了社会指标研究中已经发现的收入报酬递

减规律。扩展帐户和静态心理指标表明福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市场之外, 来自人际关系、家庭、以及其他形式的情感因素。在

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 收入增长带来的心理回报就变得非常

小。而且较高水平的满意度也具有某种不太容易变化的特点,

如个性、性别和国民性。

许多研究发现, 在 GD P 达到一定水平后福利同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负相关。除了收入分配、环境破坏等因素之外, 创新也

可能破坏福利。创新推动了经济竞争, 但可能刺激短视的而不

是着眼长远的选择。创新破坏了现存的传统和价值标准, 在某

种程度上是对现有的社会和心理资本的破坏。应该提及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 社会指标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正是为评估美

国航天计划将给美国社会带来何种非预想性的后果。廉价酒、

毒品、烟草、快餐以及所有的创新都曾使社会花了很长时间忙

于调整和应付。

几十年来, 世界许多国家为福利的定量评估展开了深入持

久的研究, 出现了大量的成果,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福利的内

涵愈加丰富和复杂, 对福利测算的难度之大已经超出人们最初

的想像, 用现有的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准确测算福利的真实

水平。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是系统地理解涉及福利的各种因素

如预期寿命、收入水平、犯罪、伦理、社会和政治压迫、家庭结

构、精神健康、自杀、教育、工作生活的质量、职业安全感、健康

服务、城市交通等因素之间如何互相影响, 以及它们同心理动

机和市场动机的联系, 这将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

已经有许多方法试图对上述模式进行综合。例如在经济学

者考虑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指标的结合上, 一些人提出生产投入

除了时间和金钱等一般基本的实物外, 还要加上无形的资源和

技能如知识和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 此外还有影响时间分配

的条件和提供资源分配的环境和背景。经济学的问题就是通过

给予有用的资本、条件和时间, 以取得福利的最高值; 在经济学

人和心理学人的结合上, 一种意见认为, 建立以时间的基本单

位为基础的社会统计系统, 原则上, 整个市场经济与生产和家

庭物质使用一样, 可以理解为交替流动的时间分配。整个产出

系统分为两类: 第一种是来自时间分配的满足, 被称为“过程利

益”, 即来自于经济活动; 第二种是对世界状况的评价, 也就是

个人占有或利用资本和条件的水平。第二种产出明显来自心理

学人的成果, 它与第一种都是福利的因素, 并不需要同时变化。

总之, 在福利问题的研究上, 经济学家越来越感到其出发点的

基本哲学问题的重要性, 社会学家要考虑怎样把宏观的社会过

程和微观的社会感觉联系起来, 社会心理学则需要加强对复杂

的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理解。也许, 比较现实的是, 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 追求 GD P 的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仍然是它们主要的福

利目标, 而对发达国家而言, 对现有福利的利用应比追求福利

的目标置于更优先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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